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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国家创新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我国目前产学研协同创新遇到了困境，未能顺利推进。许多参与主体缺乏对“协同”的深刻认识，在实施上手足无措。互惠性偏好理论的发展为产学研协同创新在“协同”上的突破指明了方向。演化博弈分析表明，在适当的市场条件下，互惠性偏好及演化可以实现产学研互惠性合作，实现对传统合作模式的超越，进而克服“协同”瓶颈，完成真正的“协同”，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迈上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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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under the preference of recipr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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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s a core content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trategy, but our curren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has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 and failed smoothly. Many participants lack of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synergy, helpless in the implement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reciprocal preference theory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synergy "breakthrough. 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shows that under appropriate market conditions, reciprocal preference and evolution can achieve reciprocal cooperation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 and transcend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cooperation, then overcome the bottleneck of “cooperation”, completed the real cooperation, so as to promot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to a new 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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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兴起及困境分析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我国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产学研发展的最新阶段。协同创新的目标是汇聚高校、企业、研究机构的创新资源，形成强大的创新合力，进而加速推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目前，产学研协同创新已经成为各国科技创新竞争的必然趋势。

    哈肯是协同论的创立者，认为协同是指在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内各个子系统的相互协作所产生的超越各个子系统独立功能之和的现象。美国管理学家葛洛曾这样定义协同创新：一个存在共同目标和愿景、交流顺畅活跃、充满自我挑战和自我超越的组织所形成的合作创新。

    相对于传统的开放式创新，或者相对于协同制造，协同创新是一种更复杂的创新组织方式，主要目标是形成一种协同互动的网络创新模式，通过资源整合与各创新主体之间的深入合作，最终产生系统叠加的非线性效用。不过，在这个系统中，高等院校、企业、研究机构是核心的创新主体，而政府、金融机构、中介机构、非营利组织等是辅助创新主体。
    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的提出已近十年，但是，协同创新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没有实现对传统产学研合作模式的超越[1]。许多产学研项目在名义上是协同创新，但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协同行为或内涵，依然例行合作创新的老路。在产学研合作中，大部分高校与企业不知道协同为何物，不知道如何实施协同，无法识别协同的行为和结果，将所有的合作行为都归于协同，这是对协同的曲解和误解[2]。

我国产学研战略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产学研联合、产学研结合、产学研用结合、与产学研协同创新。产学研联合的特征是大学、研究机构、企业联合协作进行技术攻关。产学研结合的特征是通过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的联合来创办高新技术产业并推动产学研结合。产学研用的特征是产学研的实施更加注重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而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特征是大学、科研机构、企业、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等主体的协同配合。
目前，我国产学研活动处在合作创新向协同创新的过渡阶段。但我国产学研协同的进展并不顺利，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既没有摆脱传统的产学研合作的框架，也没有汲取协同思想与方法的精髓。费艳颖、姜国峰、王越[3]比较了我国与美国、日本、韩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模式、路径、效率，认为我国协同创新效率不仅远低于其他三个国家，而且在目前也并没有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协同创新的路径。卞元超、白俊红、范天宇[4]调查了我国企业产学研协同创新与企业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认为当前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协同度在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较低，产学研协同创新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显著，企业子系统和高校子系统的内部协同也未能显著地促进企业技术进步。
可见，如何打破传统的产学研合作框架，促进产学研向第四阶段转换，真正实现产学研协同创新，使协同在内涵、理论与实践上得到充实、提高和成熟，是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战略的一项重大挑战。
2互惠性偏好及其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适用性分析

2.1互惠偏好的内涵与兴起

    著名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其名著《伟大的转折》中，认为人类经济存在着三种基本类型：市场经济、再分配经济、互惠经济。通常，人们热衷于研究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之间的转化，而忽视了互惠经济的作用。在波兰尼看来，尽管这三种经济类型都是人类资源配置的形式，但是，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属于正式制度的范畴，而互惠经济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并可以对前两种经济形式给予补充。

互惠理论最早源于生物学领域，是生物性互惠行为对人类思想的启示，后来也被人类学研究所采用。Gintis Herbert, Samuel Bowles[5]认为，即使群体中存在少数的互惠主义人员，在适当的条件下，也可以使群体向互惠性方向演化，从而使所有成员成为互惠主义者。Rebecca A[6]从人类学的视角研究了互惠理论谱系，认为互惠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而礼物交换是最早、最典型的互惠形式，也成为互惠研究的发端。社会学领域对互惠理论倾注了极大关注，用于分析一些现代社会问题与现象。Gintis H [7]探讨了人类社会中强互惠行为的形式与现象，发现人类社会的强互惠特征正在上升。Katarína D[8]研究了“宪法约束下的制度演化”问题，强调社会公众对于政府的制度变迁行为方式具有明确的认知，社会公众的制度演化必须体验这种认知，在政府认同的框架内实现有意识地演化。石磊、钱勇[9]研究了长期隐性互惠合约下的超稳定社会结构问题，明确了长期性在信息甄别模型中的必要性，并分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对于社会发展的约束力。

    在政治学领域，互惠行为被多用来解释理性政治人理念无法解释的政治现象。Gintis, Herbert, Samuel Bowles[5]探讨了政治学领域的互惠现象，认为互惠也是影响政治结果的要素之一。纪如曼[10]从萨特人际关系的视角研究了“冲突”和“互惠”问题，认为萨特的人际关系理论经历了从“冲突论”到“互惠论”的转变，他先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势不两立的，后又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是互惠互利的。李晓义、李建标[11]研究了儒家的互惠原则与中国传统调解过程之间的关系，认为市场、法制和宪政的完善，可以将儒家的互惠原则发扬光大。

    本世纪以来，互惠理论在经济学领域开始出现，并且愈演愈烈。2001年，美国经济学联合会的最高奖——“克拉克奖（Clark Medal）”授予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马修•拉宾（Rabin Matthew）教授，以表彰他对互惠性经济理论的开创性性贡献[12]。随后，互惠偏好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大规模展开，涉及到市场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各个分支。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探讨了社会的行动者在追逐各自狭隘与特殊利益时的聚合力量，认为当理性的行动者在市场中进行利益追逐时，就会出现道德的、符号的力量与“秩序的看不见的手”，而互惠经济就是描述公开和自由市场中这第二只“看不见的手”[10]。 经济学家佛朗西斯·福山认为，互惠是社会资本的原动力，是社会资本的规范，从根本上说，互惠是一种交换[11]。 在经济学中，互惠是有形资源的交换，没有绝对的牺牲或奉献，也没有绝对的占有和享用，而只存在互惠互利的利益交换。在社会学中，互惠是人们之间的平等互助，不在于谋求眼前的利益，而是为了建立长期的社会网络。
2.2互惠性偏好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适用性分析
    产学研协同创新在本质上是合作双方的互惠合作行为，而不是常规合作行为。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之所以如此滞后和迟缓，就是由于参与各方没有清晰认识到互惠的价值，没有从互惠的视角来思考产学研全局，没有发出行之有效的互惠合作行为，没有对合作方的互惠行为给予积极的回应，从而导致产学研在理念、行为、战略上原地踏步，束缚于传统模式而不能自拔。
    真正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是一个互惠的过程，如果参与方先考虑对方的利益，再考虑自己的利益，这样的创新效果可能更好。产学研协同创新是高校、研究机构、企业之间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的创新过程，并不是单纯的合作，而是要积极地让与，才能达到协同创新的境界。如果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合作方都被自己的局部利益所迷惑，不能顾全大局，不能为对方着想，不能考虑自己的行为对合作方的影响，这样的合作很难成功。

    可见，在行为经济理论的驱动下，互惠性经济的发展与互惠性管理模式的出现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如果运用得当，有可能改进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滞后与被动的局面。

3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互惠性演化特征分析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我国科技创新中的一种既定战略，持久性和重复性是其根本特征，从长远来看是不断完善的过程。每个合作者将不断修正自身合作行为，以便与合作伙伴达到稳定的协同关系，同时获取最大的协同利益。有鉴于此，演化博弈分析成为产学研协同创新动态优化分析的一种基本工具，在现有研究中也倍受关注。协同创新战略提出之后，如何推进合作创新向协同创新的转变，一直困扰着我国科技创新领域。目前，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远未达到预期目标，没有实现真正的“协同”，没有完成对合作创新的超越，仍局限于合作创新的框架

从产学研合作创新向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演化，可能存在多种路径或形式，根本目标是为合作双方获取更大的收益。其中，互惠性演化是一条可行之路，可以突破合作创新的桎梏，达到最佳协同状态。所谓互惠，就是对他人的“善意”、“善行”给予一定的回报，或者对他人的“恶意”、“恶行”给予一定的回击。前者称为强互惠，后者称为弱互惠。当然，在经济交往中起作用的互惠形式一般是强互惠。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互惠性经济效应的表现是，当企业给予高校或研究机构一定的“善意”或“善行”时，高校或研究机构就会给予企业一定的互惠性回报，从而在增加产学研协同总价值的同时提高双方的收益，即获取比理性经济条件下更高的协同收益。互惠性行为存在着多种表现形式，可以通过合约让步、风险分担、资源配置、信息沟通、知识产权倾斜等方式来完成。

现有研究已经揭示了产学研互惠性协同创新的机理，证明了产学研协同创新中互惠性经济效应的存在性和现实性。由于各种条件约束，尽管可以定论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一个演化过程，但如何分析协同创新的互惠性演化机理，为协同创新的寻求突破之路尚未得到深入探析。

本世纪以来，互惠性演化分析在经济、社会、管理等领域都引起了关注，可以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互惠性演化分析提供可行借鉴。Samuelson Bowles, Gintis Herbert[13]把心智的无意识状态到意识状态的过程描述为一个连续的谱系，发现在意识出现之前，演化主要是“天演”，即物竞天择，而在意识出现之后，就会出现“有意识的演化”。Gintis Herbert, Samuel Bowles[5]认为，在一个群体中，如果只有一小部分强互惠者的存在，就可以实现群体内大部分利己和小部分利他的演化稳定均衡的存在，从而实现演化均衡稳定性。ERNST Fehr[14]利用正电子发射成像技术来观察真实货币支付的经济实验，验证了强互惠者可以从惩罚规范背叛者中获得满足的假说，发现受测试者表现出强烈的惩罚愿望，并能通过惩罚行为获得较高的满足。 
可见，互惠性演化的原理和方法完全可以应用于产学研协同创新领域，以解析和阐释产学研协同的优化之路。产学研协同演化博弈分析，意图揭示这样一个机理，即产学研协同机制的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发生在固定的合作伙伴之中，也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合作伙伴之中。对于每个参与者，无论是企业或高校，在多次重复的协同过程中，通过对自身行为的修正，会逐渐寻找到一种最佳合作状态，这种状态即是互惠，进而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目标得到彻底实现。
4产学研协同创新互惠性的演化路径分析与示例

4.1产学研协同创新互惠性演化路径分析

在初始状态下，也可以说在现有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环境中，协同创新的参与者企业、高校或研究机构均存在着两种状态：自利状态和互惠状态。前者衍生于理性经济人思维，后者衍生于利他偏好中的互惠性思维。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自利状态参与者的比例要远高于互惠状态参与者的比例。

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存在着众多的企业和高校。设一般情形下的博弈矩阵如图1所示，存在着四种博弈结果。
                                    高校
                      自利型                  互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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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互惠型

                      图1  产学研协同创新互惠性博弈矩阵

当企业和高校都是自利型个体时，他们均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总收益，所获取的收益额分别为m。

当企业和高校都是互惠型个体时，他们同样均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总收益，所获取的收益额分别为n。在这种状况下，由于企业对高校产生了“善意行为”，诱发了高校的“互惠回报”，所以产生了较自利状态下更大的总收益。因此，一般情况下有n>m。

当企业和高校一方为自利型个体、另一方为互惠型个体时，自利型个体的收益为r，互惠型个体的收益为s。由于互惠型个体向自利型个体显示了“善意行为”，并进行了互惠性的利益转移，但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得到“互惠回报”，因此，互惠型个体的收益支付往往小于自利型个体的利益支付，即s<r。若企业为自利型个体，高校为互惠型个体，则利益支付分别是r和s。反之，则分别是s和r。

由于在双方互惠的情况下可以产生最大的总收益，因此，一般而言r+s<2n。

依据大群体成员间随机配对博弈的思路，假设在该群体中，采取自利型协同策略的企业或高校的比例是x，则采取互惠型协同策略的企业或高校的比例是1-x。由于处于相同的经济博弈环境中，假设企业和高校具有相同的互惠性初始比例是可信的。

    设采取自利型策略的收益是u1，采取互惠型策略的收益是u2，平均收益是û，则：

u1=mx+r(1-x)

u2=sx+n(1-x)

û=u1x+u2(1-x)

    则复制动态方程

dx/dt=x(u1-û)=x(u1-u1x-u2+u2x)=x(1-x)(u1-u2)

     =x(1-x)[x(m-s)+(1-x)(r-n)]

根据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定理”，令dx/dt=0，得到该复制动态的三个可能稳定状态分别是：x*=0, x*=1和x*=(r-n)/(m-r-s+n)
    在一定条件下，只要满足导数小于零，x*=0, x*=1可能成为稳定状态。这样，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初始状态，产学研协同创新就有可能向互惠型协同转化。

4.2产学研协同创新互惠性演化示例

    设委托-代理模型下存在一个具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互惠型博弈矩证如图2所示：
                                     高校

                      自利型                   互惠型

              

    自利型


30，30
20，10
企业


10，20
 50，50
     互惠型


                        图2  产学研协同创新互惠性博弈矩阵示例

    根据博弈矩阵可知：当企业和高校都是自利型组织时，分别获取30单位的收益；当企业和高校都是互惠型组织时，分别获取50单位的收益；当企业或高校一方为互惠型组织、一方为自利型组织时，自利的一方获取20单位收益，互惠的一方获取10单位的收益。设在初始状态下，自利型个体的比例是x，则互惠型个体的比例是1-x。
u1=30x+20(1-x)

u2=10x+50(1-x)

    û=u1x+u2(1-x)
根据复制动态方程
dx/dt=x(u1-û)=x(1-x)(u1-u2)=x(1-x)[30x+20(1-x)-10x-50(1-x)]

     =x(1-x)(50x-30) 

    得x*=0,x*=1和x*=0.6是三个可能的稳定状态。

    一个稳定状态若要成为进化稳定策略，需要对微小扰动具有稳健性。作为进化稳定策略的点，除了本身是均衡状态，还要具有抗干扰性，即当由于偶然的错误偏离了这一点时，复制动态仍可以使演化系统回复到这一点。

由于F’(0)<0, F’(1)<0, F’(0.6)>0,根据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定理可知，x*=0和x*=1是进化稳定策略，具有抗干扰性，而x*=0.6不是进化稳定策略，不具有抗干扰性。当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组织的互惠型比例超过0.6时，整个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将向互惠型体系演化，从而实现从合作创新向协同创新的转变。反正，当这一比例小于0.6时，整个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将向自利型体系演化，从而使产学研机制仍滞留于合作创新状态。显然，对于我国产学研环境而言，这一互惠型比例很难达到，需要政府、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等外部力量的介入和推动，才能使产学研体系进入自发演化状态。

5产学研协同创新互惠性演化博弈分析结论

     根据产学研协同创新互惠性演化博弈分析的结果可知，在政府、行业协会、中介机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借助于互惠性驱动效应，我国产学研合作市场完全存在向协同创新市场演化的可能，从而可以打破传统产学研模式的约束，实现真正的产学研协同创新。

    （1）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存在着一个互惠性稳定点，可以使企业和高校都达到互惠型状态，从而获取最大的协同创新收益。根据产学研协同创新互惠性演化博弈分析可知，通过对协同双方自利状态与互惠状态下收益支付的调整，可以使协同双方一起向互惠型转化，最终达到完全互惠状态，并且获取超越于自利状态的超额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和高校会逐渐意识到互惠型协同的益处，自觉调整自身行为，由自利型向互惠型逐渐转化。这个转化过程就是优化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环境的过程，是夯实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过程，也是实现产学研“合作”向产学研“协同”演变的过程。

    （2）产学研协同创新从初始状态向互惠型状态的转化，需要外部力量作为初始激励，才能进入自然转化状态。根据模型的检验结果可知，在产学研协同创新参与的大群体中，当互惠性偏好的企业或高校达到一定比例时，才会在市场作用下，由初始状态向完全互惠状态转化。但就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现实环境而言，互惠型参与者的比例很难达到这一初始阈值，因而需要外部力量介入，使互惠型参与者的比例有所提高。否则，初始状态就有可能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蜕变成完全自利型，从而损害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环境。这一外部力量，可以是政府、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等组织，或者是这些组织的合力。

    （3）从产学研合作创新向协同创新的转化需要一个过程，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前景并非黯淡。从自利型协同向互惠型协同的转化，可以看作是从产学研合作创新向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转化，因为在完全自利状态下，或者在缺少互惠意识与行为的状态下，协同创新是很难实现的，根本无法达到协同状态。当前，尽管协同创新作为国策已经提出五年之久，但协同之路举步维艰，大部分产学研项目仍旧未能明显突破或超越合作创新的传统理论框架，以致于许多参与者对于产学研协同创新失去期盼。根据本研究的分析，协同创新完全可以依赖于互惠性演化的路径和机理来实现预期目标。

    （4）对于企业、高校或研究机构而言，互惠性行为的修正，既可以在与同一合作对象的反复博弈中实现，也可以在与多个合作对象的多次博弈中实现。从自利型协同创新向互惠型协同创新的转化，在微观上就是参与者的自利性行为向互惠性行为的转化过程。根据分析过程和分析结果可知，在行为转化过程中，企业可以在与同一合作对象的多次合作中发现互惠性行为的益处，也可能在与不同合作对象的多次合作中发现互惠性行为的益处，但殊途同归，最终都可达到互惠性行为修正的目标。在现实中，这两种方式均经常出现。如果合作对象的互惠性特质较强，则反复博弈的次数就会相应减少。

    总之，从自利型产学研协同创新环境向互惠型产学研协同创新环境的转化，不仅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外部力量和自发力量的双重驱动。在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中，或多或少地存在一定的互惠性因素，尽管这些互惠性因素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为互惠性协同创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条件。产学研协同创新本质上是互惠型创新，只有互惠才能实现协同，这完全可以在合理的演化机制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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